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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世界范围内技术市场的迅速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不断增强，专

利主张实体 ( PAE) 及其对创新的影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本文基于全球专
利层级数据，从微观视角研究各类别专利权人所持有的标准必要专利 ( SEP ) 之间的特
征差异。本文发现，与其他类别专利权人 ( PE和 NonPAE) 相比，PAE所持有 SEP 的技术
质量和专利价值显著更低，但诉讼案件数和海外同族专利数却显著更高。这意味着，PAE
作为中介组织，在创新市场中没有起到专利甄别的作用，也无法帮助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进一步分析揭示，PAE的实际经营模式主要是通过主动购买低质量专利，并利用发起多次
诉讼来牟取超额利益。因此，我国司法部门需要在保护知识产权和防范专利滥诉之间寻求
有效平衡，本文发现能够为构建更全面、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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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以
来，知识产权作为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的作用更加凸显。2008 年 6 月 5 日中国政府发布
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将知识产权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2020 年 11 月 30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举行第 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
持学习时强调，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激发全社会创
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意义。
随着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 以下简称 《专利法》 ) ( 2020 年第四次修改

案) 对专利保护力度的加大，创新行为有望得到进一步激励。但与此同时，由于严格知
识产权保护增加了专利货币化的机会，一些颇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组织机构的身影开始

出现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在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可

能被滥用的争论，它们就是非专利实施实体 ( Non-Practicing Entities，NPE) ( Lemley 和
Shapiro，2006; Cohen等，2016) 。NPE指拥有专利但不直接使用对应专利技术来生产产
品或提供服务的个人、企业或机构，它们依赖于向专利技术的实施者征收专利费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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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些 NPE甚至可能会收取不公平的超额费率，从而导致过高的专利独占权垄断损
失。换言之，NPE 有可能成为阻碍创新的 “专利流氓”，而不是激励发明的 “创新中
介”。那么，NPE在中国对创新行为的作用究竟如何? 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具
有实践意义的问题。

2016年 10月，无线未来科技公司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向索尼移动通信产品 ( 中
国) 有限公司、南京京启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提起诉讼，标志着外国 NPE 首次将诉讼
战火延烧至中国。涉案专利 “通信网络系统中控制信道” ( 专利号: ZL200880022707. 5)
涉及 4G网络中控制信道分配和解码技术，是一个标准必要专利(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
SEP) 。被告索尼移动通信产品 ( 中国) 有限公司收到起诉状之后，向中国专利复审委员
会提出了无效宣告请求，最终成功无效掉包括所有涉案专利权利要求在内的 14 项权利要
求，令原告的诉求失去了权利基础，案件以原告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而告终。① 但从此
案开始，我国陆续出现了多起 NPE依据所持有专利对其他企业发起诉讼的案例，除索尼
等跨国公司外，华为、中兴、联想、腾讯等国内信息通信技术龙头企业也遭遇多起 NPE
诉讼，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更是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多地被高域 ( 北京) 智
能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多次起诉，而后者也是一家 NPE。②

近年来，我国与标准必要专利相关的司法诉讼案件数量显著增多，其中诉讼双方经常

不是竞争关系，而有相当一部分案件中的一方属于本文所讨论的 NPE。例如，华为诉美国
交互数字电子集团 ( IDC) 案③、华为诉康文森案④、皇家 KPN 诉小米案⑤等。而标准必
要专利作为实施某个技术标准时必然使用的专利，则因其在相关技术领域和产品市场中

的不可替代性，也成为更多 NPE收取高额许可费和发起相关司法诉讼时所青睐的对象。⑥

更准确地讲，前文中提及的频频涉诉之 NPE 其 “身份”定位应该是专利主张实体
( patent assertion entity，PAE) 。在现有研究中，PAE 和 NPE 的概念经常被混淆使用，二
者之间的差异常常被忽视。具体而言，PAE 是指自身不从事专利研发，也不依赖于商品
的生产、制造或销售，而主要或完全通过向制造企业许可或出售其专利技术来获取利润
的企业( Burke和 Ｒeitzig，2007) 。其盈利模式是，首先，从原专利拥有者那里购买专利，
然后发动侵权诉讼或者借助诉讼威胁与可能侵权的生产制造商进行许可谈判，来获得专

利许可费或赔偿金( Chien，2008) 。而 NPE则是指本身不利用专利从事产品生产的实体，
它们主要通过收取专利许可费来获取收益(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2016) 。因此，NPE
除了涵盖 PAE，还包括大学、专利发明人和早期创业公司等机构，其持有的专利既包括
向原专利权人收购获得的，也包括自身发明的。鉴于此，本文分析中将对这两类不同的
实体进行区分，将自身不从事专利研发的这类 NPE 归为 PAE，将从事研发工作的这类
NPE归为 NonPAE，进而将这两类非专利实施实体与那些使用专利技术从事产品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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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6) 苏 01民初字第 1133号《民事裁定书》。
申伟， “17 件专利被无效! ‘专利流氓’遭大疆阻击”，IPＲdaily 中文网，2017 年 12 月 29 日，
http: / / IPＲdaily. cn。文中提到的高域 ( 北京) 智能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从名字看起来像一家高科
技研发企业，其实是一个没有任何产品和研发的 NPE。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 2013) 粤高法民三终字第 305号《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8) 苏 01民初 232、233、234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 2015) 京知民初字第 1192号《民事判决书》。
诚然，在 SEP 许可成为重要的营收策略的同时，SEP 对其持有人而言也具有重要战略价值，是持有
人技术实力的体现，故 SEP 本身也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销售的专利实施实体( practicing entity，PE) 所持有的专利质量分别进行比较和研究。
由于 PAE 具有既不从事技术研发又不从事产品生产的特殊性质，学术界与实务界关

于其对创新与竞争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一方面，PAE 的支持者认为，这些实体通过充
当中介组织，可以帮助下游制造商识别优质的发明人和高价值专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专利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进而通过促进专利的流动性来提高专利市场的效率。同时，
PAE比独立发明人和小型企业更有谈判优势，有助于促使制造商支付更高的金额给发明
人，可以为创新活动提供更有效的激励 ( Hoppe 和 Ozdenoren，2005; McDonough Ⅲ，
2006; Chien，2008; Allison 等，2009; Shrestha，2010; Serrano 和 Ziedonis，2019 ) 。另
一方面，PAE的反对者则认为，PAE 并没有如期望般成为筛选出优质专利的 “创新中
介”，而是利用低质量的专利发起多次诉讼来收取不合理的费用，并通过法律诉讼给制造
商带来永久禁令的威胁，导致无论实际的专利侵权行为是否存在，都可以获取超额损害

赔偿金或和解金; 制造商向 PAE支付超额许可费，进而引起产品成本大幅增加，这些成
本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使消费者利益间接受损。此外，PAE 还通过机会主义行为对专
利发明人进行剥削，往往只将很少部分收益支付给专利权人用于购买专利，因而未能帮

助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积极性与生产效率( Dahlin 等，2004; Lemley 和 Shapiro，2006;
Ｒantanen，2006; McFeely，2008; Shrestha，2010; Bessen 和 Meurer，2013; Ｒogers 和
Jeon，2014; Feldman和 Lemley，2015; Feng和 Jaravel，2020) 。
本文的核心理论依据是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对以往文献的梳理显示，

学界对于 PAE的评价存在两极分化的立场，一派认为 PAE 对创新有益，其主要观点是
PAE能够识别出高质量专利，并且帮助市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起到 “创新中介”的
作用; 而另一派则认为 PAE对创新不利，其主要观点是 PAE通过诉讼威胁，尤其是禁令
救济的威胁，利用低质量专利对下游制造商进行专利劫持，收取不合理的高昂费用，

是一种 “专利流氓”的行径。在比较 PAE 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观点时，我们注意到对
PAE的评价在根本上取决于它们对创新产生何种影响，进而又取决于 PAE 在专利许可
和流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如果作为专利中介组织，它们能够帮助解决信息不对称问
题，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技术的流转、知识的流动，使创新成果能够被更多的人
所享有，同时也为创新者带来较高的收益，那么 PAE 就更可能起到鼓励创新的作用。
反之，如果 PAE 不能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那么它们在创新促进中的贡献就需要重新
考量。
本文的实证结果可以为辨析这两类相反观点孰是孰非提供一种思考路径，即 PAE 作

为中介组织，能否帮助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专利流动。对
于判断 PAE是否发挥了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下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帮助提
供线索: PAE所持有的专利是否为高质量专利? PAE 持有的专利是否有更高的许可频
率? 如果两个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 PAE具备了帮助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甄别能力，是促
进创新的条件。但如果答案均是否定的，那么 PAE 就无法帮助技术的供需双方以更低的
成本、更高的效率获取专利的使用权，创新促进作用便无从说起。甚至，由于 PAE 的特
殊商业行为可能造成滥用诉权，还可能会对创新市场效率及司法资源分配产生负面作用。
可见，以上问题的答案至关重要，涉及 PAE 在创新市场中能够发挥何种作用的逻辑
基础。
现有研究主要是从理论或案例的角度来考察 PAE ( 或 NPE ) 所拥有专利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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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mley和 Shapiro，2006; McDonough Ⅲ，2006; Bessen 和 Meurer，2013) ，而据我们所
知，仍鲜有关于 PAE 持有专利的质量评价的大样本实证研究。在现有文献中，只有
Shrestha( 2010) 通过对美国专利诉讼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 PAE 持有的专利价值更
高，其中专利价值采用被引用次数和权利要求数来指代。但这项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不
足: 第一，对一些重要的固定效应未加以控制，例如技术领域、专利类型、公开年份、
是否为标准必要专利等。以其中的标准必要专利变量缺失为例，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
会( FTC) 的研究，PAE持有的所有专利中，88%属于计算机与通信或其他电气与电子技
术类别，而该领域中存在大量标准必要专利( FTC，2016) 。众所周知，标准必要专利的
技术质量普遍高于普通专利，而 PAE 持有的专利中标准必要专利占比又显著高于 PE，
因此如不控制是否为标准必要专利，在实证中便会造成 PAE 持有的专利质量更高的假
象。第二，Shrestha( 2010) 选取的仅为诉讼样本，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从而可能影
响结果的可信性。我们已知 PAE常用的运营模式为发送警告函、主张权利及发动诉讼威
胁，并以此获得和解费用。现实中，PAE 会基于权利要求范围模糊的专利，在没有确凿
证据的情况下，一次性向多个专利实施实体发送警告函主张许可费，而迫于诉讼所引发

的禁令救济的威胁、判决结果的不确定性等因素，这些专利实施实体会倾向于选择和解，
造成诉讼样本数量远低于整体样本数量; 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系统性质量差异的情况，会

导致因果推断结论出现偏差。
为了解决上述两点不足，本文采用全样本标准必要专利数据库研究，一来可以将研

究聚焦于更具可比性的标准必要专利( SEP) ，减少因样本异质性而产生的共时类( simulta-
neity) 内生性问题; 二来可以使样本范围涵盖涉诉专利以及未涉及诉讼的全部 SEP，解
决样本选择带来的估计偏误。具体而言，本文利用美国西北大学普利茨克法学院 ( North-
western Pritzker School of Law) Searle 中心数据库、智慧芽全球专利数据库( PatSnap) 以
及 NPE诉讼数据库三个大型微观专利数据库进行匹配，由此得到全球范围专利层级的
SEP 混合截面数据，并借鉴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 Stanford Law School) 对于专利实施实
体( PE) 、非专利实施实体( NPE) 和专利主张实体( PAE) 的分类方法，从微观视角研究
各类别专利持有人所持有的标准必要专利( SEP) 之间的特征差异。
本文发现，与 PE以及 NPE类别中的 NonPAE 相比，PAE 持有的 SEP 技术质量显著

更低; 同时，与其他两类权利人相比，PAE持有 SEP 的诉讼案件数和海外同族专利数显
著更高。进一步分析还揭示了两个现象: 一是 PAE 持有的专利绝大部分是通过收购获得
的，且这些专利的技术质量显著低于 PE 收购的和 NonPAE 收购的 SEP 质量; 二是极少
部分企业在成为 PAE 前曾从事专利研发工作，而其研发的专利质量也显著低于 PE 和
NonPAE研发的 SEP。据此我们推测，PAE 的实际经营模式极有可能是在既定商业模式
的掩盖之下，依靠主动购买质量偏低的专利并且利用低质量专利发起多次诉讼来牟取超

额利益。多组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主要结论。
相较于现有的文献，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近年来我国出

现的新类别司法诉讼主体 PAE 的角度，研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决策中遇到的最优化问
题，即如何在保护知识产权和防止司法资源滥用之间寻求有效平衡，以帮助构建全面、
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换言之，在提高整体保护水平的同时，也需要依据专利质量
的差别进行精细化裁定，以防范某些诉讼主体滥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造成的滥诉现象。
第二，首次使用了 SEP 数据研究相关问题，通过匹配 Searle 中心数据库、智慧芽全球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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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数据库和 NPE诉讼数据库，在数据方面进行了创新，并对以往关于 NPE如何影响创新
的文献进行了补充和细化。同时，针对以往文献时常混淆 NPE和 PAE的问题，本文不仅
给出了 NPE和 PAE的明确识别标准，还在提供 NPE与 PE的对比结果基础上，进一步将
NPE划分为 PAE和 NonPAE并对比二者与 PE所持有的 SEP 之间的差别。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有下面三支: 第一支文献关注 PAE 如何影响创新活动，第二支文
献涉及如何衡量专利质量，第三支文献涉及如何衡量专利商业价值及专利权人商业行为。
( 一) PAE文献回顾
近年来 PAE的兴起引发了关于其价值和对创新影响的激烈讨论。针对 PAE如何影响

创新这一问题，存在支持和反对两种观点。
1. PAE支持者观点的相关文献
支持者主要提出了 PAE对创新的三个好处，分别是: 为不易找寻下游市场的专利权

人增加将专利权卖给 PAE的选择，使发明人受益，同时也为找寻新技术的制造商增加直
接联系专门从事这项技术的 PAE的选择，使制造商受益; PAE比独立发明人和小型企业
( 专利权人) 更有谈判优势，可信的诉讼威胁可以迫使制造商支付更高的金额，使发明

人受益; PAE可以识别出优质的发明人和高价值专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专利市场信息
不对称的问题，使专利买卖双方获益。
第一，PAE 可以充当 “创新中介”，减少专利搜寻成本，既可以为不易找寻下游

市场的专利权人增加将专利权卖给 PAE 的选择，使发明人受益，又可以为找寻新技术
的制造商提供直接联系专门从事这项技术的 PAE 的方法，使制造商受益。专利的发明
人仅仅通过申请专利并不能获得任何经济收益，他要么通过开发产品并将其商业化，

要么将专利授权给第三方，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回报。PAE 为专利权人提供了第三种选
择: 将自己的专利权卖给 PAE 以换取现金，由此，PAE 将专利市场从一个只有多个买
家和卖家的 “搜索市场”转变为一个有中介的 “集中市场” ( McDonough Ⅲ，2006 ) 。
同时，寻找新技术的制造商也不必再调查成千上万的发明人和专利，而是可以直接联

系专门从事这项技术的 PAE。PAE 的作用就像是纳斯达克的交易商，将投资者与需要
资本的企业匹配起来，节约了用于识别和出售可营利发明的专业知识的成本( Hoppe 和
Ozdenoren，2005) 。鉴于此，PAE 可以促进专利的流动性，有助于塑造更为有效的专
利市场。
第二，PAE相较于独立发明人和小型企业 ( 专利权人) 更有谈判优势，可以利用可

信的诉讼威胁迫使制造商支付更高的金额，使发明人受益。如前文所述，获得专利本身
并不产生财务红利，专利权人必须将基于其发明的产品商业化或者将专利许可给可能对

该发明感兴趣的产品制造商才能获得经济收益。而独立发明人和小型企业往往因为缺乏
必要的资源来开发和销售产品或进行长期的许可谈判，而处于不利地位 ( McDonough Ⅲ，
2006) 。同时，发明人往往难以承受与侵权诉讼相关的高昂费用 ( 尤其是在法庭败诉的情
况下) ，以及对资源、时间和专业知识相对缺乏，如果独立发明人或者小型企业自行与制
造商谈判，制造商很可能会向发明人支付较低的金额 ( Allison 等，2009) 。而 PAE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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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充足的资本、时间和专业知识，还给谈判带来了可信的诉讼威胁这一关键因素
( Chien，2008) 。PAE不必担心因被反诉而对自身的产品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因为其商业
模式本身就不生产产品，故而具有极高的议价能力，可以迫使制造商提供更高的金额，

这些收入将支付给发明人 ( McDonough，2006; Allison 等，2009) 。PAE 通过这种方式激
励专利的发明人，鼓励他们从事进一步的发明活动。
第三，PAE可以识别出优质的发明人和高价值专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专利市场信

息不对称的问题，使专利买卖双方获益。Dahlin 等 ( 2004) 发现，独立发明人拥有的专
利价值具有高度的差异化，有些专利的价值非常高，而有些专利的价值却很低。专利市
场的特点是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相较于专利购买方，专利申请人对其发明的内在价

值和特点有更充分的了解。因此，PAE可以筛选独立发明人拥有的专利并确定较有价值
的专利。Shrestha ( 2010) 认为，PAE会通过反复分析和购买专利，成为区分高价值和低
价值专利的专家，在纷杂的专利市场中发挥其比较优势，担任起专利筛选者的角色。根
据“柠檬市场”理论，在没有 PAE的市场上，识别独立发明人拥有的专利是高价值的会
更加困难，由于担心专利价值低，技术买家往往不愿为专利付出高昂的价格，只愿意付

出平均的价格。同样，拥有高价值专利的独立发明人也不愿以低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专
利 ( Akerlof，1970) 。这种信息不对称会将高价值专利的持有人从市场中挤出，优质的独
立发明人无法将其发明货币化，因而也缺乏从事进一步发明工作所需的资源。而 PAE 进
行的尽职调查有利于解决这种信息不对称问题，即 PAE 可以充当创新中介，识别被低估
的专利，并投入时间和资源寻找对这些专利感兴趣的企业 ( McDonough，2006) 。PAE 因
此可以识别出优质的独立发明人，并支付合理转让费用以激励他们做出其他发现。在专
利买卖双方不了解专利潜在价值的情况下，PAE 扮演了类似于研究特定行业股票的投资
分析师的角色，通过进行重复交易和研究专利的技术、范围和广度，为特定专利设定市
场清算价格，并通过为寻求从专利中获取价值的创新者提供一个可行的 “出口”来加强
知识产权市场的需求 ( Serrano和 Ziedonis，2019) 。

2. PAE反对者观点的相关文献
反对者主要针对 PAE的特点提出了四个批判性观点，分别是: PAE 并没有如期望般

成为筛选出优质专利的 “创新中介”，而是利用低质量的专利发起多次诉讼来收取不合
理的费用，损害多家制造商的利益; PAE利用 “专利劫持”迫使已经为商品生产投入大
量成本的下游制造商缴纳高昂的专利使用费，故 PAE 被称为 “专利流氓”; 制造商从
PAE那里损失了超额许可费，导致产品成本大幅增加，这些成本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
使得消费者的利益间接受损; 发明人没有从 PAE 处获得合理报酬，而是被 PAE 所剥削，
因而无法提升创新积极性与生产效率。
第一，PAE并没有筛选出高质量专利，而是利用低质量专利发起诉讼，来收取不合

理的费用。对 PAE最突出的批评是，它们的主要业务是获取权利要求模糊的低质量专
利，不使用专利来生产产品，只是通过主张专利来赚钱 ( Ｒantanen，2006) 。PAE 利用
“猎枪战术”威胁众多企业专利侵权进行索赔，在这种剥削性商业模式下，决定企业采
取和解的原因是辩护成本，而不是专利的经济价值，很多小型初创公司、大型寡头企业、
无自身研发能力的终端使用者都很容易成为 PAE 的目标 ( Ｒogers 和 Jeon，2014)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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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Jaravel ( 2020) 指出，PAE购买的往往是权利要求更模糊的专利，这些专利有利于诉
讼但缺乏技术价值，目的是从生产性和创新性企业那里获取与专利技术价值不相称的许

可费用，对创新产品和服务征收不合理的租金，从而阻碍创新和经济增长。毛昊等
( 2017) 指出，中国 PAE的诉讼模式主要表现为发起多次诉讼，且每次索要较低赔偿以
累积诉讼收益。
第二，PAE利用“专利劫持”迫使下游生产商缴纳高昂的专利使用费。“劫持”一

词来源于经济学中的机会主义，若在投资方将资产投入交易后交易双方关系破裂，则投

入的资产可能成为沉没成本，对投资方产生锁定效应，交易相对方可能会 “敲竹杠”，
导致投资方在谈判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 周莳文和邓钰玮，2018) 。SEP 的专利劫持行为主
要表现为滥用禁令、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要求不合理的专利许可费或拒绝许可等。Feldman
和 Lemley ( 2015) 认为，PAE能够滥用专利制度来获取额外租金。尤其是当制造商已经
投入了不可逆转的技术专用资本时，若专利持有人能够获得强制令来迫使下游生产商将

产品撤出市场，则这种威胁会非常有效 ( Lemley 和 Shapiro，2006) 。由于下游生产商受
到潜在的专利劫持风险，在法律诉讼的威胁下，无论实际的专利侵权行为如何，其在许

可谈判过程中的议价能力都会大幅降低，PAE 便以此 “劫持”其他企业来最大限度地提
高它们可收取的专利使用费。由于 PAE不进行产品制造故不受侵权指控的影响，被告很
难通过反击机制来对抗 PAE的主张 ( Cotropia，2009) 。
第三，由于 PAE从制造商那里收取了高额的许可费，提高了产品成本，而这些成本

最终转嫁给了消费者，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如前文所述，一些学者指出，在制造
商已经投入开发和销售涉嫌侵权产品的投资后，PAE 的诉讼威胁会带来极大的风险。当
制造商面对因禁令而失去前期投资的风险时可能会选择同意支付高额许可费，然后以更

高的产品价格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 Lemley 和 Shapiro，2006) 。这样一来，PAE 提出的
侵权诉讼不仅给法律体系增加了负担，还花费了产品制造商为侵权索赔辩护的时间和资

源或者更高额的许可费用，推高了制造商生产产品的成本。这种额外成本会对创新产生
间接的负面影响，导致一些企业减少甚至中断其研发投资以避免未来的诉讼 ( Bessen 和
Meurer，2013) 。
第四，PAE 通过机会主义行为剥削了专利发明人，只将约 5%的诉讼收益支付给

专利权人用于购买专利，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创新积极性与生产效率。尽管专利发
明人期望从 PAE 处获得好处，但实际可能被 PAE 剥削。例如，发明人可能同意以低价
格将其专利卖给某个 PAE，但没有意识到该发明的真正价值。专利价值的不对称信息
可能使 PAE 在购买专利时设定过低的价格，随后以高额费用向专利的买家发放许可
( Davis，2007) 。Bessen和 Meurer ( 2013) 利用对美国企业的调查证据发现，支付给独
立发明人的费用仅占被告在 PAE 诉讼中支付的直接费用的 5%，而 62%用于 PAE 的运
营成本，23%用于法律费用，余下的 10%为利润。此外，PAE 还会以低廉的价格从
陷入困境的小企业手中购买专利，然后利用这些专利获取巨额许可收入 ( McFeely，
2008) 。
综上，支持观点与反对观点的对比显示，PAE对创新产生何种影响取决于 PAE 在专

利许可和流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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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专利技术质量的衡量标准相关文献

前文的讨论揭示了准确评估专利技术质量和商业价值的重要性，而在现有研究中已

广为接受并实际运用的专利技术质量指标包括: 专利引证指标、 ( 独立) 权利要求数量
和专利发明人数量等。
( 1) 专利被引次数。被引次数指的是该专利被后续专利所引用的次数，又称前向引

用，可以衡量该专利对后来技术发展的影响程度。若某项专利数次被后续专利所引用，
说明该专利技术为该领域的基础技术，对后续的发明有较强影响力，具有较高的技术质

量 ( Trajtenberg，1990) 。被引用次数是学术界最早也是最常用的专利质量测度指标。同
时，由于将不同年份的专利进行总体被引次数比较是不公平的，故而本文采取的做法是

采用专利自申请之日起三年内的被引用次数和五年内的被引用次数作为专利引证指标。
( 2) ( 独立) 权利要求数量。权利要求数越多，反映该专利的运用范围越广，该专

利的价值越大。某项专利所主张的权利要求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该专利技术的
技术含量、技术覆盖范围以及发明人或专利权人对其专利技术的重视。Tong 和 Frame
( 1994) 较早使用权利要求数量指标来评价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他们认为权利要求数量
越多，技术创新能力越强。后来，Lanjouw 和 Schankerman ( 2004) 等研究用该指标评价
专利质量，认为专利保护范围是专利实施效力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即权利要求数量越

多，专利技术的保护范围越大，说明专利原创程度越高，专利质量越高。
权利要求数量包括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专利文本研究文献发现，独立权

利要求的字数和数量能够更加有效地测度专利保护范围 ( Marco 等，2019) 。依据 《专利
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发明或实用
新型，而对于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来说，应当只有一项独立权利要求，但还可以包括

多项直接或间接对该独立权利要求作限定的从属权利要求。同时，《专利法》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还规定，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可以作为一

件申请提出。在这种情况下，权利要求书中可以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独立权利要求。所以，
相比于权利要求数量，独立权利要求数量更能够体现专利的技术质量。
( 3) 专利发明人数量。在技术研发过程中，一项专利的发明人数越多，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专利研发团队对其贡献的智力、体力等研发成本就越多，使得该专利技术所汇聚
的技术要点更多，专利的技术质量和价值也更高 ( Merges，1988) 。
上述诸多专利技术质量指标有其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在本文研究中，我们将基于

以上多维度指标来尽可能全面地刻画相关专利的质量。
( 三) 专利商业价值及专利权人商业行为的衡量标准相关文献

除上述专利技术质量的衡量指标外，本文实证中还将使用另外三个指标，分别为是

否进行过专利实施许可、专利族大小和专利诉讼案件数，以更准确全面刻画专利的商业
价值及专利权人的商业行为。
( 1) 专利实施许可。专利实施许可指的是专利技术的所有人或其授权人许可他人在

一定期限、一定地区、以一定方式实施其所拥有的专利，并且向专利技术的使用人收取
使用费 ( 谢芳和陈劲，2017) 。通常来说，被许可实施方是由于发现专利技术的不可规避
性或高经济收益，才会通过签订专利许可合同的方式获得部分或全部的专利权利 ( 唐恒

等，2015) 。因此，是否进行过专利实施许可是衡量专利市场价值的重要指标之一。
( 2) 专利族大小。专利族概念的产生是由于专利权具有地域性限制，如果发明人想

151



在多个国家或地区保护某项发明，就必须在相应的每个国家或地区申请专利，这些专利

属于同族专利。专利族大小指的是同一个发明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获得的专利的数量，在
统计分析中，专利族大小通常也可用申请保护的区域数量来反映 ( 万小丽和朱雪忠，

2009) 。专利族大小作为专利质量指标的衡量效力存在分歧，因为专利族大小会同时受到
技术质量因素和非技术因素 ( 诸如市场、企业战略等) 的影响。一方面，Lanjouw 和
Schankerman ( 2004) 认为专利族大小反映了发明的技术重要性，这是由于随着申请人寻
求保护国家或地区数量的增加，专利成本随之增加，故而申请人更愿意为具有较高价值

的发明申请同族专利; 另一方面，Burke 和 Ｒeitzig ( 2007) 指出，某项发明的专利族越
大，则潜在市场就越大，该发明能够带来的经济回报越多，但其技术质量反而越低。因
此，本文选择不使用专利族大小来衡量专利质量，而是用于衡量一项技术的海外布局

行为。
( 3) 专利诉讼案件数。专利诉讼案件数是指一件专利所涉及的全部相关诉讼案件数

量，在本文中用于衡量专利持有人的商业行为。

三、数据与计量模型

( 一)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数据库。
第一，美国西北大学普利茨克法学院提供的 Searle 中心数据库 ( Searle Center Data-

base) 。该数据库涵盖了 1985—2016 年宣告的标准必要专利 (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SEP) ，是目前世界上最全的标准必要专利数据库。本文使用了来源于该数据库的 SEP 专
利申请号、专利公开号、专利申请人、专利当前持有人、专利申请日期、专利公告日期、
专利宣告日期、专利所属行业领域等指标。如前文所讨论的，SEP 指的是实施某个技术
标准时必然要使用的那些专利。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 FTC) 的研究，PAE 持有的
所有专利中，88%属于计算机与通信或其他电气与电子技术类别，而该领域中存在大量
标准必要专利，所以有必要选择这类专利作为研究对象 ( FTC，2016) 。
第二，智慧芽全球专利数据库 ( PatSnap) 。该数据库是一个专利检索平台，覆盖 1. 5

亿全球专利数据、116个国家 /地区，提供精准、多维度、可视化的专利及研发情报。本
文使用的专利特征变量皆来源于此，并通过计算得到。①

第三，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 ( Stanford Law School ) 提供的 NPE 诉讼数据库
( Stanford NPE Litigation Database) 。该数据库涵盖了 2000—2017 年间超过 80%的美国专
利诉讼案件，大约 63 000 件专利诉讼案，是第一个追踪 PE、NPE 和 PAE 在诉讼中如何
使用专利的公开可得数据库。本文分析中使用的核心解释变量 ( PE、NPE、NonPAE 和
PAE四个虚拟变量) 的分类方法遵循了 NPE 诉讼数据库对专利主张者的分类 ( Miller，
2018) ，如表 1所示。其中，类别 8为 PE，其余类别皆为 NPE。进一步地，我们将 NPE分
为 PAE ( 类别 1、类别 4、类别 5) 及其他 NonPAE ( 类别 2—3、类别 6—7、类别 9—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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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附录与扩展”栏目下载。



表 1 美国斯坦福大学 NPE诉讼数据库中对专利主张者的分类
类 别 描 述

1 以收购专利为业务的大型专利聚合商

2 大学的知识产权部门或单独的许可部门

3 失败的初创企业

4 企业遗产实体

5 个人发明家创办的企业

6 大学 /政府 /非营利性组织
7 尚未销售产品的初创企业

8 产品企业

9 个人

10 未确定

11 产业联盟

12 产品企业的知识产权子公司

13 公司发明人创办的企业

注: 资料来源于 Miller ( 2018) 。

在数据整理与匹配过程中，本文首先将 Searle 中心数据库中的 SEP 样本按照专利的
申请号和公开公告号与智慧芽检索平台相匹配，得到 112 333 个有对应专利特征信息的
SEP 样本。其次，用 NPE诉讼数据库中的专利诉讼人类型与 SEP 数据库中的当前专利持
有人进行匹配，得到 81 699个已知当前专利持有人类型的 SEP 样本。最后，将未匹配上
的专利持有人依照 NPE 诉讼数据库中的分类方法 ( Miller，2018) 进行补充查找。在查
找过程中，我们删除了专利持有人为多个且属于不同类别的 SEP 样本、专利持有人缺失
的 SEP 样本以及专利持有人无法准确辨别的 SEP 样本，最终得到 86 523 个信息完整的
SEP 样本，作为本文中使用的全部观测值。①

( 二) 计量模型

在文献回顾部分，我们通过对比 PAE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观点发现，PAE 扮演的角
色、会对创新产生何种影响，取决于 PAE是否识别并购买了高质量的专利。如果像 PAE
支持者认为的那样，PAE收取高额许可费的原因在于它们持有的是没有可替代技术的标
准必要专利，那么 PAE赚取高额许可费便是由于它们拥有开创性专利而非投机行为。但
如果像反对者所称，PAE只是利用低质量或权利要求模糊的专利来发动诉讼威胁，这不
仅给法律体系增加了负担，还花费了产品制造商的宝贵时间和资源为侵权索赔辩护，从

而推高了成本进而对创新产生负面影响。
鉴于此，本文首先采用如下模型 ( 1) 来对比 NPE 和 PE 持有的 SEP 质量特征，PE

作为基准组:

Yi = α0 + α1 NPEi + Xi γ + ηtech + ηtype + ηindustry + ηyear + εi ( 1)
其中，下标 i表示标准必要专利个体。被解释变量 Yi为一系列表示专利特征的指标，

包括: 专利被引用次数 ( 窗口期为 3 年) cited_3、专利被引用次数 ( 窗口期为 5 年)
cited_5、独立权利要求数 indclaims、权利要求数 claims、专利发明人个数 inventor、同族专
利数 family、同族专利所属国家数 familycountry和诉讼案件数 lawsuit。Xi γ 表示专利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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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专利规模的控制变量，ηtech表示技术领域固定效应，在本文中使用国际专利分类

( IPC) 主分类号的前四位，这是现有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专利技术领域的一个指标
( Lerner，1994) ，共得到 119个技术领域虚拟变量，涵盖专利数最多的集中在电通信技术
( H04) ① 领域中。ηtype表示专利类型固定效应，分为发明申请专利、授权发明专利、实
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四类虚拟变量。ηindustry表示行业领域固定效应，共涵盖 35 个
行业领域②虚拟变量。ηyear表示专利公开年份固定效应，包括 1987—2020 年共 32 个年份
虚拟变量。α0 为截距项。α1 为本文主要关注的待估参数，表示 NPE 所持专利与 PE 所持
专利的一系列特征的均值之差。εi 为误差项。
进一步地，本文将 NPE 分为 PAE 和 NonPAE 两组，采用如下模型 ( 2 ) 来对比

PAE、NonPAE和 PE持有的 SEP 质量特征，PE作为基准组:
Yi = β0 + β1 PAEi + β2 NonPAEi + Xi γ + ηtech + ηtype + ηindustry + ηyear + δi ( 2)
其中，被解释变量 Yi、控制变量 Xi γ 和四组固定效应 ( 技术领域 ηtech、专利类型

ηtype、行业领域 ηindustry、专利公开年份 ηyear ) 与模型 ( 1) 设定相同。β0 为截距项。β1 和

β2 为本文主要关注的待估参数，分别表示 PAE 和 NonPAE 所持专利与 PE 所持专利的一
系列特征的均值之差。δi 为误差项。③

四、实证结果及解释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专利技术质量对比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和表 4 所示，专利商业价值对比的基准回
归结果如表 3和表 5所示。其中，表 2和表 3报告了模型 ( 1) 的实证结果，表明控制了
专利权人持有专利规模 ( patentee_site) 、技术领域 ( technical_field) ( 指标为 IPC_4) 、专
利类型 ( patent_type) 、行业领域 ( industry_field) 和专利公开年份 ( publi_year) 固定效
应后，全部 NPE与 PE持有 SEP 样本的专利特征对比结果; 表 4 和表 5 报告了模型 ( 2)
的实证结果，将全部 NPE样本分组为 PAE和 NonPAE两个部分，估计出控制了专利权人
持有专利规模、技术领域、专利类型、行业领域和专利公开年份固定效应后，得到的
PAE、NonPAE与 PE持有的三类 SEP 样本的专利特征对比结果。
具体而言，表 2 报告了 NPE 全样本与 PE 持有 SEP 的技术质量对比结果。第 ( 1)

列显示了专利三年内被引用次数的对比结果，NPE 持有 SEP 的平均三年内被引用次数与
PE相比少 0. 38个，且在 1%水平上显著。第 ( 2) 列显示了专利五年内被引用次数的对
比结果，NPE持有 SEP 的平均五年内被引用次数与 PE 相比少 0. 66 个，且在 1%水平上
显著。第 ( 3) 列显示了独立权利要求数的对比结果，NPE 持有 SEP 的平均独立权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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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标准必要专利所属的 119个技术领域中，占比排名前五位的技术领域分别为 H04W 无线通信网络
( 27. 68%) 、H04L 数字信息的传输 ( 21. 62%) 、H04B 传输 ( 15. 00%) 、H04J 多路复用通信
( 5. 18%) 和 H04Q选择 ( 4. 31%) 。
35个行业领域分别为: 数字通信 ( 73. 21%) ; 电信 ( 10. 03%) ; 计算机技术 ( 4. 05%) ; 视听技术
( 1. 44%) ; 基本沟通流程 ( 1. 38%) ; 生物材料分析; 基础材料化学; 生物技术; 化工; 土木工程;
控制; 电机、仪器、能源; 发动机、泵、涡轮机; 环境技术; 食品化学; 家具、游戏; 处理; IT管
理方法; 机床; 高分子化学、聚合物; 材料、冶金; 测量; 机械元件; 医疗技术; 微结构与纳米技
术; 光学; 有机精细化学; 其他消费品; 其他专用机器; 中西药品; 半导体; 表面技术、涂层; 纺
织和造纸机; 热过程和设备; 运输。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请见《经济科学》官网“附录与扩展”。



求数与 PE相比少 0. 37个，且在 1%水平上显著。第 ( 4) 列显示了权利要求数的对比结
果，NPE持有 SEP 的平均权利要求数与 PE 相比少 0. 76 个，且在 1%水平上显著。第
( 5) 列显示了发明人个数的对比结果，NPE 持有 SEP 的平均发明人个数与 PE 相比少了
0. 1个，且在 1%水平上显著。由此可得，与 PE 相比，NPE 所持有 SEP 对应的专利技术
质量显著更低。

表 2 NPE全样本与 PE持有 SEP 的技术质量对比
cited_3
( 1)

cited_5
( 2)

indclaims
( 3)

claims
( 4)

inventor
( 5)

NPE
－0. 38＊＊＊

( 0. 13)
－0. 66＊＊＊

( 0. 18)
－0. 37＊＊＊

( 0. 09)
－0. 76＊＊＊

( 0. 15)
－0. 10＊＊＊

( 0. 02)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technical_field FE Yes Yes Yes Yes Yes
patent_type FE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_field FE Yes Yes Yes Yes Yes
publi_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N 86 523 86 523 86 523 86 523 85 534
Ｒ2 0. 034 0. 040 0. 038 0. 018 0. 051

注: 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由于篇
幅原因，表格仅展示关键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及稳健标准误; 后同。

表 3报告了 NPE全样本与 PE 持有 SEP 的商业价值对比结果。第 ( 1) 列显示了专
利许可的对比结果，NPE持有的 SEP 实施许可的频率与 PE相比显著更低。第 ( 2) 列显
示了同族专利数的对比结果，NPE 持有 SEP 的平均同族专利数与 PE 相比多 15. 73 个，
且在 1%水平上显著。第 ( 3) 列显示了同族专利所在国家数的对比结果，NPE 持有 SEP
的平均同族专利所在国家数与 PE 相比多 2. 3 个，且在 1%水平上显著。第 ( 4) 列显示
了专利相关诉讼案件数的对比结果，NPE持有 SEP 的平均诉讼案件数与 PE 相比多 0. 03
个，且在 1%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与 PE相比，NPE所持有 SEP 实施许可的频率显著
更低，但对应的诉讼案件数、同族专利数、同族专利所在国家数显著更多。

表 3 NPE全样本与 PE持有 SEP 的商业价值对比
license
( 1)

family
( 2)

famcountry
( 3)

lawsuit
( 4)

NPE
－0. 01＊＊＊

( 0. 00)
15. 73＊＊＊

( 0. 35)
2. 30＊＊＊

( 0. 06)
0. 03＊＊＊

( 0. 01)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technical_field FE Yes Yes Yes Yes
patent_type FE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_field FE Yes Yes Yes Yes
publi_year FE Yes Yes Yes Yes

N 86 523 86 523 86 523 86 523
Ｒ2 0. 010 0. 099 0. 236 0. 008

表 4报告了 PAE、NonPAE 与 PE 持有 SEP 的技术质量对比结果。第 ( 1) 列显示了
专利三年内被引用次数的对比结果: PAE 持有 SEP 的平均三年内被引用次数与 PE 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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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0. 93个，且在 1%水平上显著; NonPAE持有 SEP 的平均三年内被引用次数与 PE相比
无显著差异; PAE持有 SEP 的平均三年内被引用次数显著少于 NonPAE。第 ( 2) 列显示
了专利五年内被引用次数的对比结果: PAE 持有 SEP 的平均五年内被引用次数与 PE 相
比少 1. 24个，且在 1%水平上显著; NonPAE持有 SEP 的平均五年内被引用次数与 PE相
比少 0. 44个，且在 5%水平上显著; PAE 持有 SEP 的平均五年内被引用次数显著少于
NonPAE。第 ( 3) 列显示了独立权利要求数的对比结果: PAE 持有 SEP 的平均独立权利
要求数与 PE相比少 0. 63个，且在 1%水平上显著，NonPAE持有 SEP 的平均独立权利要
求数与 PE相比多 0. 37个，且在 1%水平上显著; PAE 持有 SEP 的平均独立权利要求数
显著少于 NonPAE。第 ( 4) 列显示了权利要求数的对比结果: PAE持有 SEP 的平均权利
要求数与 PE相比少 1. 59个，且在 1%水平上显著，NonPAE持有 SEP 的平均独立权利要
求数与 PE相比少 0. 43个，且在 1%水平上显著; PAE 持有 SEP 的平均权利要求数显著
少于 NonPAE。第 ( 5) 列显示了发明人个数的对比结果: PAE持有 SEP 的平均发明人个
数与 PE相比少 0. 27个，且在 1%水平上显著; NonPAE 持有 SEP 的平均发明人个数与
PE相比无显著差异; PAE 持有 SEP 的平均发明人个数显著少于 NonPAE。由此可知，
PAE所持有 SEP 的专利技术质量显著低于 PE和 NonPAE这两类专利权人。

表 4 PAE、NonPAE与 PE持有 SEP 的技术质量对比
cited_3
( 1)

cited_5
( 2)

indclaims
( 3)

claims
( 4)

inventor
( 5)

PAE
－0. 93＊＊＊

( 0. 20)
－1. 24＊＊＊

( 0. 29)
－0. 69＊＊＊

( 0. 13)
－1. 59＊＊＊

( 0. 26)
－0. 27＊＊＊

( 0. 03)

NonPAE
－0. 16
( 0. 17)

－0. 44＊＊

( 0. 22)
0. 37＊＊＊

( 0. 11)
－0. 43＊＊＊

( 0. 17)
－0. 03
( 0. 02)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technical_field FE Yes Yes Yes Yes Yes
patent_type FE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_field FE Yes Yes Yes Yes Yes
publi_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N 86 523 86 523 86 523 86 523 85 534
Ｒ2 0. 034 0. 040 0. 038 0. 018 0. 051

表 5报告了 PAE、NonPAE 与 PE 持有 SEP 的商业价值对比结果。第 ( 1) 列显示了
专利许可的对比结果，PAE持有的 SEP 实施许可的频率与 PE相比显著更低。第 ( 2) 列
显示了同族专利数的对比结果: PAE持有 SEP 的平均同族专利数与 PE 相比多 14. 49 个，
且在 1%水平上显著; NonPAE持有 SEP 的平均同族专利数与 PE 相比多 16. 22 个，且在
1%水平上显著。第 ( 3) 列显示了同族专利所在国家数的对比结果: PAE 持有 SEP 的平
均同族专利所在国家数与 PE相比多 1. 97个，且在 1%水平上显著; NonPAE持有 SEP 的
平均同族专利所在国家数与 PE相比多 2. 43个，且在 1%水平上显著。第 ( 4) 列显示了
专利相关诉讼案件数的对比结果: PAE 持有 SEP 的平均诉讼案件数与 PE 相比多 0. 07
个，且在 1%水平上显著; NonPAE持有 SEP 的平均诉讼案件数与 PE相比无显著性差异。
可以看出，PAE所持有 SEP 实施许可的频率显著低于 PE，而其诉讼案件数、同族专利
数和同族专利所在国家数均高于 PE。从 PAE 与 NonPAE 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PAE 所
持有 SEP 的诉讼案件数也显著高于 NonP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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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PAE、NonPAE与 PE持有 SEP 的商业价值对比
license
( 1)

family
( 2)

famcountry
( 3)

lawsuit
( 4)

PAE
－0. 01＊＊＊

( 0. 00)
14. 49＊＊＊

( 0. 66)
1. 97＊＊＊

( 0. 09)
0. 07＊＊＊

( 0. 02)

NonPAE
－0. 01＊＊＊

( 0. 00)
16. 22＊＊＊

( 0. 39)
2. 43＊＊＊

( 0. 07)
0. 01
( 0. 01)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technical_field FE Yes Yes Yes Yes
patent_type FE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_field FE Yes Yes Yes Yes
publi_year FE Yes Yes Yes Yes

N 86 523 86 523 86 523 86 523
Ｒ2 0. 010 0. 099 0. 236 0. 009

综上，我们首先在 NPE与 PE的对比中发现，NPE所持有 SEP 对应的专利技术质量
和商业价值显著低于 PE 持有的专利，但与 PE 相比，NPE 所持有 SEP 对应的诉讼案件
数、同族专利数、同族专利所在国家数显著更多。进一步地，若将全部 NPE 样本细分为
PAE和 NonPAE两个部分，比较它们持有的 SEP 差别可知，PAE所持有 SEP 对应的诉讼
案件数显著高于 PE和 NonPAE，但其专利被引用次数、独立权利要求数和发明人个数等
专利技术质量指标显著更低，其专利的商业价值也显著低于 PE。
( 二) 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分析逻辑在于，判断 PAE的行为是否有利于促进创新，关键在于 PAE是否为
一个合格的“创新中介”，即其是否起到了识别出高质量专利并帮助市场解决信息不对
称问题的作用。如果不是，那么 PAE通过诉讼威胁，尤其是禁令救济的威胁，对下游制
造商进行专利劫持来收取不合理费用，就是一种“专利流氓”的行径。
在上述基准模型中可能存在以下内生性问题: 一是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只授权发明

专利，没有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以及发明专利与其他类型专利之间存在较大差

异，比如需要实质审查、审理周期、保护期限等，会造成不公平比较问题; 二是会遗漏
其他同时影响专利持有人类型和专利特征的因素，造成估计偏误; 三是处理组和控制组

的初始条件不完全相同，会存在选择偏差问题。
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做了相应尝试。① 第一，基于一些国

家和地区只授权发明专利、没有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事实，为了确保基准回归
结论的可靠性，此处只保留授权发明专利作为新的回归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来增强样本

的可比性和结果的可信性。第二，运用倾向得分匹配 ( PSM) 法，在既定的可观测特征
变量下，使得处理组个体和控制组个体尽可能相似，以缓解处理效应的选择偏差问题。
综合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的实证回归结果，本文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

NPE与 PE相比，其所持有 SEP 对应的专利质量显著更低，表现为 NPE 持有专利的被引
用次数、权利要求数、独立权利要求数、专利发明人个数和专利实施许可频率均显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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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PE持有的 SEP。第二，与 PE 持有的 SEP 相比，NPE 所持有的专利对应的诉讼案件
数、同族专利数量和同族专利所属国家数均显著多于 PE 持有的 SEP。第三，将 NPE 分
为 PAE与 NonPAE两个部分并进行比较可知，PAE所持有 SEP 的专利质量显著低于 Non-
PAE这两类专利权人，体现为 PAE所持有 SEP 的被引用次数、独立权利要求数、专利发
明人个数和专利实施许可频率均显著少于 PE和 NonPAE。第四，PAE所持有 SEP 的诉讼
案件数、同族专利数和同族专利所在国家数均高于 PE，在 PAE与 NonPAE的对比中我们
发现，PAE所持有 SEP 的诉讼案件数也显著高于 NonPAE。授权发明专利样本及倾向得
分匹配样本的实证回归结果检验了上述主要结论的稳健性。

五、进一步分析

为了探寻上述实证结果的具体实现过程，我们进行如下尝试。首先，我们将全部
SEP 样本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原专利申请人与当前专利权人不同的 SEP，记为 Trans，这
类 SEP 是由其他专利申请人转让给当前持有人的; 另一类是原专利申请人与当前专利权
人一致的 SEP，记为 Hold，这类 SEP 是由当前持有人发明的。然后，再将 Trans 分为
Trans_PE、Trans_NonPAE和 Trans_PAE，分别为对应转让给 PE、转让给 NonPAE 和转让
给 PAE的专利; 类似地，将 Hold 分为 Hold_PE、Hold_NonPAE 和 Hold_PAE，分别为对
应由 PE发明并持有、由 NonPAE发明并持有和由 PAE发明并持有的专利。①

进而，我们采用模型 ( 3) 来对比 Trans_PE、Trans_PAE 和 Trans_NonPAE 持有 SEP
的质量特征，将 Trans_PAE作为基准组:

Yi = γ0 + γ1 Trans_PAEi + γ2Trans_NonPAEi + ηtech + ηtype + ηindustry + ηyear + ζi ( 3)
其中，下标 i表示标准必要专利个体; 被解释变量 Yi为一系列表示专利特征的指标，

包括: 专利被引用次数 ( 窗口期为 3 年) cited_3、独立权利要求数 indclaims、专利发明
人个数 inventor、专利是否实施许可 license、同族专利数 family 和诉讼案件数 lawsuit; 四
组固定效应 ηtech、ηtype、ηindustry、ηyear与模型 ( 1) 和模型 ( 2) 设定相同。ζi 为误差项。
实证结果显示: 经历过专利权转让的 SEP 中，转让给 PAE 的专利，其被引用次数、

独立权利要求数、专利发明人个数和专利实施许可频率都显著低于转让给 PE的 SEP，而
这可能正是 PAE 持有的专利质量显著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与此同时，PAE 收购的
SEP，其同族专利数和诉讼案件数却都显著高于 PE 和 NonPAE 购买的 SEP。其原因可能
为，PAE正是通过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专利布局并进行诉讼来获取利益。
同理，采用模型 ( 4) 来对比 Hold_PE、Hold_PAE 和 Hold_NonPAE 持有 SEP 的质量

特征，以 Hold_PE作为基准组:
Yi = γ0 + γ1 Hold_PAEi + γ2 Hold_NonPAEi + ηtech + ηtype + ηindustry + ηyear + ζi ( 4)
实证结果显示: 未经历过专利权转让的 SEP 中，PAE 持有的 SEP，其被引用次数、

独立权利要求数、专利发明人个数和专利许可频率都显著低于 PE和 NonPAE自行研发的
SEP。这说明一部分企业由 PE 转变为 NPE，而其中转变为 PAE 的企业，曾经研发申请

851

① 大多数 PAE自身并不研发专利，但很少部分 PAE 曾经是研发专利并制造产品的 PE ( 如 Innovative
Sonic Limited等 30个公司) ，后期变更为 PAE 的商业模式，故而有 PE 时期研发的专利保存下来。
此部分的相关结果请见《经济科学》官网“附录与扩展”。



的 SEP 技术质量和商业价值均显著低于 PE 和 NonPAE，这应该是 PAE 持有的 SEP 质量
显著较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进一步地，由于部分专利发明者 ( 比如个体发明人、大学、研究机构等) 从未进行

过专利交易，而这些未经交易的专利样本可能会对实证结论产生影响，我们将这部分从

未进行过专利转让交易的专利权人持有的 SEP 数据删除并再次回归，作为稳健性检验。①

原有结果依然保持稳健，即如今的 PAE 昔日作为 PE 时研发申请的 SEP，其技术质量和
商业价值显著低于 PE和 NonPAE持有的 SEP。
最后，本文进一步考察 PAE针对不同来源专利的不同诉讼倾向，即 PAE是倾向于申

请有利于发起诉讼的专利，还是倾向于购买便利于发起诉讼的专利。首先，我们仅保留
PAE持有的全部标准必要专利作为样本，以 PAE 所申请的专利为对照组，对比 PAE 所
购买专利与其所申请专利的诉讼案件数。实证结果显示，PAE 所购买 SEP 的平均诉讼案
件数比 PAE所申请 SEP 的平均诉讼案件数多 0. 09个，且在 1%水平上显著。其次，我们
使用与基准回归部分相同的全部样本，以 PE 所持有的专利为对照组，结果显示 PAE 所
购买 SEP 的平均诉讼案件数比 PE持有 SEP 的平均诉讼案件数多 0. 09 个，且在 1%水平
上显著; 而 PAE所申请 SEP 的平均诉讼案件数与 PE持有 SEP 的平均诉讼案件数相比无
显著差异。以上实证分析都表明 PAE更倾向于通过购买便利于发起诉讼的专利来完成其
商业策略。
综上，本文的实证结果揭示了 PAE所持有的 SEP 质量显著低于 PE 和 NonPAE 的两

个重要原因: 第一，PAE持有的专利大部分通过收购获得，而转让给 PAE 的 SEP，其三
年内被引用次数、五年内被引用次数、引用次数、独立权利要求数、权利要求数和专利
发明人个数都显著低于转让给 PE和 NonPAE的 SEP ; 第二，如今的 PAE昔日作为 PE时
研发申请的 SEP，其技术质量和商业价值显著低于 PE和 NonPAE持有的 SEP。此外，本
文还考察了 PAE针对不同来源专利的不同诉讼倾向，结果表明 PAE更倾向于通过购买便
利于发起诉讼的专利来完成其商业策略。

六、结论和启示

本文基于全球范围的专利层级数据，借鉴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 NPE 诉讼数据库使
用的分类方法，将 SEP 当前持有人分为 PE、NPE、PAE 和 NonPAE 四类 ( 其中 NPE 包
含了 PAE和 NonPAE) ，以此得到专利层级的全球 SEP 混合截面数据，从微观视角研究
各类别专利持有人所持有的 SEP 之间的特征差异和造成这种结果的潜在原因。
研究发现，NPE与 PE相比，其所持有 SEP 对应的被引用次数、权利要求数、独立

权利要求数、专利发明人个数和专利实施许可频率均显著少于 PE 持有的 SEP，但 NPE
所持有的专利对应的诉讼案件数、同族专利数量和同族专利所属国家数均显著多于 PE持
有的 SEP。将 NPE分为 PAE与 NonPAE 两个部分并进行比较可知，PAE 所持有 SEP 的
专利技术质量和商业价值显著低于其他两类专利权人。专利技术质量较低体现为 PAE 所
持有 SEP 的被引用次数、独立权利要求数和专利发明人个数均显著少于 PE 和 NonPAE;
专利商业价值较低体现为 PAE所持有 SEP 的专利实施许可频率显著低于 PE 和 NonPAE。
但与其他两类权利人相比，PAE持有 SEP 的诉讼案件数和海外同族专利数显著更高。通

951

① 稳健性回归结果请见《经济科学》官网“附录与扩展”。



过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发现: 第一，PAE 持有的专利大部分通过收购获得，且这些专利的
技术质量显著低于 PE收购的和 NonPAE 收购的 SEP 质量; 同时，这些专利的诉讼案件
数显著高于 PE 收购的和 NonPAE 收购的 SEP 涉诉数量。第二，极少部分企业在成为
PAE前曾从事专利研发工作，而其研发的专利质量显著低于 PE 和 NonPAE 研发的 SEP
质量。第三，PAE更倾向于通过购买便利于发起诉讼的专利来完成其商业策略，具体表
现为 PAE所购买 SEP 的平均诉讼案件数显著高于 PAE 所申请 SEP 的平均诉讼案件数。
据此可以推测，PAE的实际经营模式极有可能是在既定商业模式的掩盖之下，依靠主动
购买质量偏低的专利并且利用低质量专利发起多次诉讼来牟利。
本文的发现有望为相关的理论文献提供实证基础，进而为理论的适用性提供支撑。

根据 PAE支持者的观点，PAE可以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来促进创新和技术的流转，
使创新成果能够被更多人所享有。而在 PAE反对者的眼中，PAE 并没有如期望般成为筛
选出优质专利的“创新中介”，而是利用低质量的专利发起多次诉讼来收取不合理的费
用，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创新积极性与生产效率。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PAE 未能挑选出
和购买优质专利，可能并不具有出色的专利质量甄别能力，因而也不能帮助解决专利市

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本文的实证结果为 PAE 反对者的观点提供了一定的实证
依据和支持。①

基于此，本文的具体政策启示包括: 首先，司法部门在判断 NPE 涉及的专利诉讼对
企业创新的影响时，应当区分两类不同的 NPE ( PAE 和 NonPAE) 进行具体分析。在回
答 NPE的作用究竟是“创新中介”还是 “专利流氓”时，需要先明确它是属于哪一类
的 NPE: 若是属于 PAE，则它对创新的阻碍作用可能更大; 若是属于 NonPAE，则它更
可能是一个激励创新活动的中介组织。其次，在涉及 PAE 的专利诉讼中，需要在侵权和
损害赔偿判定过程中特别关注涉案专利技术的质量和价值，以避免产生过高的许可费率，

导致过度的产品价格提升和消费者福利损失。最后，本文更一般性的政策启示为，在提
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同时，还需要注意防范知识产权的滥诉现象，以避免对社会福利

和未来创新产生不当的负面影响。
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创新行为有望得到进一步激励; 但与此同时，

也可能会增加滥用的可能性，例如提高 PAE 在国内收购专利、提起诉讼的动机。鉴于
此，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 2021年 9 月 24 日出台了 《关于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审判工作
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 要加大对于知识
产权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行为的规制力度，完善防止滥用知识产权制度，规制 “专利
陷阱”“专利海盗”等阻碍创新的不法行为，依法支持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被告以原告
滥用权利为由请求赔偿合理开支，推进知识产权诉讼诚信体系建设。因此，本文研究为
有效实施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意见提供了具体的实证依据和操作支持。
最后需要指出，虽然本文发现，PAE 不能通过其专业化的专利质量甄别能力来挑选

和购买优质专利，并从此帮助解决专利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它们也可能凭借为

低质专利提供更有效的转让、许可机制来促进这些创新产品的流转。如果 PAE 可以切实
提高技术甄别能力，则可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其 “创新中介”的作用，这对 PAE 尚处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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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PAE仍有可能通过促进其拥有的较低质量专利的流转和许可来推进创新成果的应用，但事
实是否如此，需要在更多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我们感谢审稿人提出的这个可能性。



展初期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因此，我们也尝试针对 PAE的良性发展给出一些建议。①

第一，PAE应当努力打造和提高自身的技术分析和数据处理水平，通过技术数据和研发
信息的收集与分析，科学全面地评估专利的质量和价值，从而更好地帮助优质发明人和

高质量专利成功匹配下游市场中的实施者。第二，PAE 应当重点关注独立发明人和小型
企业所拥有的知识产权，充分利用自身商业模式的优势，凭借谈判优势和丰富经验，帮

助创新者获得合理的转让、许可收入及损害赔偿金额，以促进未来的持续研发创新。只
有这样，PAE才能如其支持者所言，帮助解决信息不对称，促进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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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Evaluate the Ｒole of Patent Assertion
Entities in the Innovation Marke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Global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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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Ｒights，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markets worldwide and the increasing
strength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there is growing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on the
impact of patent assertion entities ( PAEs) on innovation. We conduct a study from a micro per-
spective based on global patent data to investigate differences among various types of patent hold-
ers in terms of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 SEPs) ． We find that compared with other categories of
patent owners ( PE and NonPAE ) ，the technology quality and patent value of SEPs held by
PAEs are significantly lower，but the number of litigation cases and overseas simple patent family
member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is suggests that PAEs，as intermediaries，have not played a
role in patent screening in the innovation market，nor have they been able to help address infor-
mation asymmetry.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actual business model of PAEs is most likely
to rely on actively purchasing low-quality patents and using them to initiate multiple lawsuits to
obtain excess profits. Therefore，the judicial department of China needs to seek a balance be-
tween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preventing patent abuse. The findings of this article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build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effici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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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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